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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

编者按:本期“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栏目的 3 篇论文，是我校首次获得的、以王晖教授为
首席专家的 2005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
究”( 05JZD00029)的部分重要成果。王晖教授《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一文，以出土新石器晚期
陶器刻画符号、陶文的几个阶段，讨论了从非文字性符号到文字性符号以及正式文字产生的时代演
变及标准问题。郭旭东教授《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朝觐礼仪》一文，以殷墟甲骨文资料讨论了连孔
子也认为“不足征”的殷礼问题之一———商代朝觐礼仪。邵英副教授《上古时代的氏族、国家、王权
等观念的古文字形体学考察》一文，以甲骨金文的字形结构为主，结合卜辞金文及古文献的用法，
辅以民族学及考古资料，讨论了早期社会氏族、国家、王权等重要观念。这 3 篇论文，代表了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子课题的几个重要方
面，本刊特此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

王 晖

(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出土考古资料的刻划符号应分象形类和抽象类两种，从文字的性质看，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类的刻划

符号和图案，而非抽象类的刻划符号。中国文字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作为记录历史事件的文字功能来看，

中国早期文字经历了从“文字性符号”、“文字画”到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正式文字产生过程。从出土
的陶器刻划符号和图案特别是出土的器物与殷墟甲骨文形体比较情况来看，中国早期文字性符号的起源是距今

8 000—7 000 年的裴李岗、大溪文化时期，距今 5 000 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是文字性符号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汉
字体系的正式产生是距今 4 500—4 000 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传说时代的尧舜至夏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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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中国文明诞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判定标志。因此中国文字起源

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都十分关注中国文字起源问题。
自从 1899 年发现了比周代金文更早的殷墟甲骨文之后，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便逐渐形成了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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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一世纪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学术界都把殷商之前文字发现的希望寄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上。特别
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出土考古新资料层出不穷，例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青海民和马厂遗
址、乐都柳湾遗址、上海淞泽遗址、马桥遗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以及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河南贾湖遗址、湖
北宜昌杨家湾遗址、清水滩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等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往往刻画或绘制着各种刻划
符号或图形符号。随着这种刻划符号或图形的出土问世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符
号或图形进行不同的解读和认识，于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方式和时代便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针对新石器时代陶

器及其他器物上出现的绘制的图案、图画及刻划符号，学术界便形成了汉字起源于图画图案及其刻划符号两
种不同的说法，而这些观点的不同主要来自于对中国文字起源产生途径的看法不同。在今天看来，需要做些
认真的检讨和回顾。
根据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划符号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我们认为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西安半坡、姜寨

等遗址为代表仰韶文化时期的多为几何形的抽象陶器刻划符号;二是以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为代表的大汶

口晚期陶尊口沿上象形性的刻划符号;三是以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时期组词成句的陶器刻

划符号。对这些不同类型的陶器刻划符号学术界各有不同的看法。
其一，仰韶文化半坡姜寨类陶器刻划符号。
目前所见有陕西西安半坡、姜寨、甘肃秦安大地湾、青海乐都等遗址，对这些刻划符号目前大致有三种不

同看法。( 1) 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郭沫若根据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陶器符号，认为这些符号虽“意义
未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其年
代“距今 6 000 年左右”，并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
形系统之前”［1］。这种说法是他在 1959 年为西安半坡博物馆题词所说“陶器破片上见有刻纹，其为文字殆
无可疑”的进一步发展［2］5。后来于省吾也肯定了此说，并对半坡遗址的一些陶器符号做了释读，有五、七、
十、二十、示、玉、矛、艹、阜等字，认为这些符号陶文是文字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3］。台湾学者李孝定从上世
纪 50 年代末也认为从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可以探索汉字的起源［4］。其后同意此说的学者有郑德坤［5］、
陈炜湛

［6］、陈昭容［7］、王志俊［8］、杨建芳［9］、张光裕［10］等。
( 2) 认为仰韶文化半坡、姜寨等遗址陶器刻划符号不是文字，而只是有意义的符号或记号。但细绎其

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说法。高明把陶器刻划符号分为陶符与陶文，认为不仅仰韶、崧泽、良渚、龙山、马
家窑等新石器时期晚期等文化遗址的陶符而不是陶文，而且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 笔者按:应为夏文化

遗址) 、郑州南关外、二里岗、上海马桥第四文化层等商代遗址以至于侯马东周遗址的陶符都不是文字，而只
是随意刻划符号

［11］。支持此说或与此说相近的有严文明［12］、汪宁生［13］以及美籍学者吉德玮［14］。这些学者
之所以认为这些陶器刻划符号不是文字，是因这些学者认为文字产生的途径是图画或象形而不是抽象的几

何形符号。而裘锡圭认为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是记号而非文字;虽非文字，但其中有的符号如原始社会末
期一些记数符号就进入汉字系统而成为数字。［15］

( 3) 饶宗颐认为仰韶文化半坡姜寨遗址的陶器刻划符号虽与汉字无关，但是应是“古代中国境内西北
地区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表意记号”; 并以为西亚古闪族与西戎通商，采用其陶符制成了其中一些的
字母。［16］119 － 134

其二，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类陶器符号。
对上世纪 70 年代山东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口沿上象形性的刻划符号，多数学者认

为就是早期文字。这种说法主要是以文字起源于图画而立论的，唐兰于上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古文字学导
论》中就明确提出中国文字起源于图画，并指出辛店时期陶瓮上的马、犬、鸟、车轮等图形就是早期的象形文
字，并认为夏初已有历史记载，是文字产生后才产生的［17］77 － 81。后来在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等遗址发现了陶
尊上刻划陶文，唐兰认为这些陶文是早期文字，将 5 件陶尊上的刻划符号分别释为“炅”、“斤”、“戌”等字，认
为陵阳河陶文与同为大汶口文化区域的宁阳堡头朱绘陶符中三个“炅”字，出于两地而笔画结构相同，表明
这种文字已经规格化;唐氏还根据这些陶文认为早期文字产生距今有 6 000 年左右［18］。后来同意大汶口文
化陵阳河等遗址陶器象形符号为原始文字的有邵望平

［19］、裘锡圭［15］、李学勤［20］、高明［11］、饶宗颐［16］38 － 39
等

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良渚文化 8 件玉器上刻划符号也是原始文字，有“岛”、“炅”、“封”、“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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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 ?) ”等，他还把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与良渚文化玉器刻划符号做了比较后，认为这些都是原始
文字
［21］。不过裘锡圭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符号包括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很可能都不
是文字”。［22］

其三，多字组词成句类陶文符号。
因多字组词成句类的出土陶文符号是陶符有组织的组词成句，它们记录线性语言的符号而明显具有早

期文字的性质，就不像单个陶文符号那样，使人对其性质大加怀疑。所以从上一世纪 80 年代这类陶文符号
不断出土以来，尤为学术界关注。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陶片上有 11 个陶文出土后，在座谈中王恩田、
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等学者都认为这就是一组早期文字［23］。但也有学者辨为赝品［24］;也有学者
认为虽为原始文字，但无法断定与早期古汉字有关［23］。不过饶宗颐把丁公遗址陶文与同时期其他成组陶文
比较，认为绝非赝品［16］48 ;也有学者把西周战国时的金文与陶文作了比较，认为金文与陶文有正体与俗体

之别
［25］。
另外，1940 年前后美国收藏家弗列茨·比勒芬格在杭州附近购得一件良渚文化陶壶上有一行陶文，饶

宗颐
［26］
和李学勤

［27］
先生都进行过摹写和释读，虽二人摹写的形体、排列方式和释读各有不同，但他们都认

为这是一件成组文字。江苏吴县澄湖良渚文化出土有四个刻划符号，张明华［28］、饶宗颐［16］45等学者认为是
早期文字并作了释读。浙江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上的刻划符号也有学者认为是文字符号并作了释
读
［29］。但也有学者认为还难以断定这些文字就是原始汉字［22］。
我们认为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其一必须结合文字的性质去分析;其二应该参考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的

早期文字产生及其演进的途径，特别需要结合近现代还“活着的”我国纳西族东巴文提供的范例;其三还应
结合我们现存最早的古文字形体与考古出土器物相对比去确定汉字最早的造字时代。根据文字的性质，我
们认为最早的汉字来源于图画或图形而不是十分简单且很抽象的刻划符号。根据世界上早期文字产生及其
演进的途径特别是纳西族东巴文产生的范例，我国早期文字体系形成之前应该有一个“文字性符号”和“文
字画”时代;而早期那些所谓象形程度很高的个别文字，也带有一种模糊性，只能称为文字性符号而非早期
文字;或与词组相对应而为“词组 －多音节文字”，或为“文字画”，是与事件相对应而为“语段文字”。据殷
墟甲骨文和出土考古器物相对比，我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依据史前考古遗存或实物( 如仰韶时代尖底瓶) 造成

的文字，这就为我们断定汉字的产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时代。

二、新石器中期到晚期前段的文字性符号与“文字画”
新石器中期到晚期前段是中国文字孕育的“文字画”与“文字性符号”时期。在这一时期，凡是多个具有

文字性符号组成的图案或图画，我们可以称为“文字画”，或称为“文字性图画”;而那种单个的具有文字性功
能且和后来古文字字形密切相关的当称为“文字性符号”。

1． 史前的文字性符号
上世纪 70 年代郭沫若、于省吾等学者认为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划符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郭氏

图 1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缸口沿刻划符号

还认为指事在象形文字之前。但笔者认为半坡等遗址陶器刻划
符号多为抽象几何形符号，很难有固定的音读和意义，难认难记，

不大具有交际的功能，尽管可能有一些数字符号和个别抽象的几

何形符号进入后来的文字系统，但多数很难说就是早期文字。
至于山东大汶口晚期文化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

遗址的陶器符号，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象形性的图画符号就是早

期文字。这种观点是对的，因为一种符号是否属于文字就要看它
是否符合文字性质。因为这种图画符号象形性程度高，一看其形
便知其代表的对象及其意义，随之便可读出其音，这样就和语言

中的语词结合起来了，于是就具有早期文字的性质了。例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中“斤”( 附图 1 上左) 、
“戉”( 附图 1 上右) 、“旦”( 或释为“炅”，附图 1 下左、右) 字［30］，凭借其形体就可知道其含义并读出它们的
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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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同多数学者认为陵阳河大汶口晚期遗址陶符是早期图画文字，其实也是按文字性质来要求的。
不过这种早期图画文字应像裘锡圭先生所说的那样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15］，尽管裘先生后来改变了
自己的看法

［22］，但笔者认为他早期看法基本是对的。不过称这种陶符为原始文字也并不恰当，笔者认为应
称作“文字性符号”;其后到了组字成句时才是早期文字。
随着考古出土器物上所见符号越来越多，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更早的文字性陶器符号。其中最主要的当

数上世纪 80 年代的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甲文和安徽蚌埠双墩青莲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
的刻划符号。
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是上世纪 80 年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省舞阳县发现的。贾湖遗

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的是出土了一批距今八千年左右的龟甲契刻符号及骨笛，其中标本为 M344: 18 的龟
腹甲上刻有“目”字( 见附图 2: 1) ①，其标本为 M387: 4 的龟背甲碎片上刻有“九”字( 见附图 2: 5) ，其他还有
“乙”、“甲”、“八”、“九”、“日”、“永”等符号，多与殷墟甲骨文中的写法很相似。

图 2 贾湖遗址龟甲文陶文等(第一行)与
殷墟甲骨文(第二行)比较

贾湖遗址碳十四测定数据目前已测定 5 个，其中
一期两个，二期两个，三期一个，总体都在距今 7 000—
8 000 年之间，若按树轮校正数据则在距今 7 500—
8 500年之间［31］。贾湖遗址龟甲契文的时代不仅比山
东陵阳河等大汶口晚期遗址的时代早了约两千多年，

而且其使用的材料也直接与后来殷墟甲骨文的材料相

同，因此一出土便受到了学者的重视。有的学者认为
贾湖遗址龟甲契文为我国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32］，李学勤等学者也在国际考古刊物撰

文认为贾湖遗址龟甲契刻符号表示了与原始礼仪或祭祀活动有关的特定含义，经长时间的使用最后进入到

文字系统
［33］31 － 44。随之国际著名刊物‘Science’( 《科学》) 迅速对此文作了评论，虽未能接受其文的主要观

点，但亦有支持者，而且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些资料的重视程度［34］723。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距今 8 000
年左右的贾湖遗址和殷墟甲骨文有 4 000 年左右，似乎二者之间还接续不上，解释起来困难较多［35］。
不过安徽双墩遗址出土距今 7 000 年左右陶器底部大量刻划符号则提供了更多的新证据。

图 3 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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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附图 2 第一行为贾湖遗址甲骨文陶文等，见《中国书法》2001 年第 1 期彩页 6、7 页，并参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
阳贾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一·1 为“目”，见贾湖 M344: 18 龟腹甲刻文; 一·2 为“乙”，见贾湖 T108 ( 3B) : 2 陶坠( 戳?)
刻文; 一·3 为“甲”，见贾湖 H141: 1 石颜料块刻文及 T108 ( 3B) : 2 陶坠( 戳?) 刻文; 一·4 为“八”，见贾湖 M387: 4 龟腹甲
文; 一·5 为“九”，见贾湖 M387: 4 龟背甲文; 一·6 为“日”，见贾湖 M335: 15 龟腹甲文; 一·7 为“永”，见贾湖 M344: 3 叉形
兽骨文。附图 2 第二行为殷墟甲骨文。二·1 为“目”，见《殷虚文字甲编》( 下简称《甲编》) 215; 二·2 为“乙”，见《甲编》23;
二·3 为“甲”，见《殷墟书契后编》( 下简称《后编》) 1·3·16; 二·4 为“八”，见《甲编》3113; 二·5 为“九”，见《殷墟书契》
( 下简称《前编》) 4·40·3; 二·6 为“日”，见《殷墟书契菁华》1; 二·7 为“永”，见《前编》4·10·3。



从 1985 年至 1992 年在安徽省蚌埠市小蚌埠镇双墩村发现了 607 件陶器，其底部有 600 多刻划符号，这
些形象符号大多是“依类象形”的图画符号，如第 1 行的八个字为日、月、七、六( 庐) 、六( 庐) 、宀、一、三;第 2
行的字为鱼、羊、豕、豕、豕、鹿、网、丘;第 3 行的字为丰、艸、糸、舟、中( ?) 、巫、弗、周等。特别是还有一些用
会意手法造成的文字性符号，如像用绳索绑缚木杆使之变直的“弗”( 3·七) ，与甲骨文中写法肖似( 《殷契
佚存》190) ;象征“园田每每”的“周”( 3·八) ;也有类似后来甲骨文中的数字符号“一”( 1·七) 、“三”( 1·
八) 、“七( 1·三) ”等( 见图 3) ①。与甲骨金文很肖似的还有: 1·一的“日”似商日癸簋圆形且中心无点的
“日”②; 1·二的“月”与常见甲骨文中的“月”相似( 如《菁华》1·1 ) ; 2·二“羊”与 2·七“网”与商羊己觚
( 《集成》6835) 之“羊”写法同;商金文网簋之“网”( 《集成》3044) 写法相似; 2·六“鹿”与甲骨文一期写法相
似( 如《合集》10308) 。另外，2·八“丘”、3·六“巫”皆与商周甲骨金文写法肖似。
如果说贾湖遗址龟甲契文符号数量有限，不足以观察文字性符号形成的初期面貌;那么蚌埠双墩遗址陶

器底部的刻划符号不仅数量多，而且象形程度高，为我们观察原始文字性符号孕育过程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这些双墩遗址陶符动物类、实用器物、山丘、数字等图形都是当时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描摹，应是有语义的
文字性符号，这也符合原始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从既有象形符号也有会意符号的构形手法看，其地先民
是在有意识地创造文字性符号了。据对蚌埠双墩遗址出土器物碳十四测定，其遗址距今有 7 300—6 600 年
之间
［36］。以此看来距今约有 8 000 年贾湖遗址龟甲契文尽管数量不多，但也不是文字性符号开始产生的孤
立现象了。
不过回过头再来看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的刻划符号，正如裘锡圭先生指出的那样，那些很抽象的

几何形刻划符号很难说就是原始文字，但有一些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等是新石器时代先民计数用的几何形符号，后来进入了文字系统［37］23 － 24。除此之外我们在半坡、姜寨
等遗址所见的一些图画、图案中的象形符号，如“网”、“鱼”、“丝”、“蛙”、“鹿”等，应是原始文字性的符号。
后来的原始文字，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具有文字性符号的图案或图形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所谓“人面鱼
纹”图案中的“冓”符，后来便被殷墟甲骨文所继承( 图 4·8) ③

笔者以为上述这些文字性的符号应是中国文字孕育的源头。说它们是“文字性的”，是因为它们具有原
始文字的表意功能，而且与后来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脉相承。但是它们的性质仍是“文字性的符
号”，是因它们的表意表音有一定的模糊性。就像我们后来依据纳西族东巴早期文字所分析的那样，这种文
字性符号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很复杂，有时它们对应的是词组或复杂性词组，有时它们所对应的是一个甚至几

个句子，因此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只是“文字性的符号”。有时对应的即使像贾湖遗址龟甲契
文中的“目”、“九( 肘本字) ”，尽管形体与殷墟甲骨文十分相似，但整版龟甲只有这么一个“目”字，显然其义
就不是一词一义了，很可能是卜问与眼目有关的问题，例如“目疾可否痊愈”一类问题。而这时需要讲述的
故事和留给后人的一些信息，则是用图画来表达，就像纳西族早期东巴文一样，一幅“文字画”只是提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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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上图 3 中 1·一“日”见 91T0819瑏瑧: 23; 1·二为“月”见 92T0723瑐瑧: 33; 1·三为“七”见 92T0722瑐瑩: 51; 1·四为“六( 本
义为“庐”，详后) ”见 92T0723瑑瑠: 49; 1·五为“六( 庐) ”见 92T0723瑐瑧: 43; 1·六为“宀”见 92T0523瑏瑠: 168; 1·七为“一”见
92T0722瑐瑦: 52; 1·八为“三”见 92T0620瑏瑣: 27; 2·一为“鱼”见 86BST1③; 2·二为“羊”见 86BST2③; 2·3、4、5 均为“豕”，分
别见 91T0620瑏瑣: 15，86BST1③，86BST1③; 2·六为“鹿”见 86BST1③; 2·七为“网”见 86BST2③; 2·八为“丘”见 86BST1④;
3·一为“丰”见 92T0723瑐瑦: 20; 3·二为“艸”见 86BST2③; 3·三为“丝”见 86BST1③; 3·四为“舟”( ?) 见 86BST1③; 3·五为
“中”( ?) 见 86BST1④; 3·六为“巫”见 86BST1③; 3·七为“弗”见 86BST1④; 3·八为“周”( ?) 见 86BST1③。徐大立《蚌埠双
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 5 辑，1989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考古学报》2007 年 1 期。
见《三代吉金文存》中册 11·40·3( 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105 页) 。按罗振玉称其器为“丁癸罍”是不对的。
图 4·1 是仰韶文化半坡姜寨遗址中的第一期彩陶盆网纹，编号 T58F17: 1，见《姜寨》下册彩版五·2;附图四·2 见北

首岭遗址陶船形壶网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第 41 页;附图四·3 见《后编》2·8·12;附
图四·4 为姜寨第三期彩陶钵( ZHT8⑤: 2) ，见《姜寨》下册彩版七·2;附图四·5 见《半坡》79“鱼纹陶”;附图四·6 见《乙编》
1710;附图四·7 见《乙编》3412;附图四·8 见《半坡》85“人面鱼纹、网纹盆”;附图四·9 见《前编》1·40·5;附图四·10《后
编》1·26·6;附图四·11 是半坡遗址彩陶罐的丝纹，见《半坡》89“彩陶罐”;附图四·12 见《后编》2·8·7; 附图四·13 见
《簠室殷契征文》天 38;附图四·14 见《乙编》5397;附图四·15“糸”为“伊尹”之“尹”所从形符，见《殷契拾掇》1·408。



图 4 仰韶文化陶纹与甲骨文比较

能逐词把语言记录下来。又如前举 7 000 年前安徽双
墩遗址中的“孕猪”( 附图 3 之 2·五) ，也可能表达了
好多含义，绝不是一字一词所表达的意义。因此它们
都只是文字性的符号，而不是早期汉字。它们与商甲
骨文形体结构几乎全同，说明汉字源远流长，从汉字

起源到成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2．二里头陶文
二里头陶文就有许多字接近早期甲骨金文了。
在上面图 5 二里头陶文中，1 为殷周甲骨金文中

的“十”; 2 为“廿 ( 二十 ) ”; 3 为“卅 ( 三十 ) ”; 4 为
“六”; 5 为“七”; 6 为“八”。这一组陶文是数字，其中
“廿( 二十) ”、“卅( 三十) ”与甲骨金文不同的是，甲骨
金文“廿( 二十) ”、“卅( 三十) ”以及“四十”，在二、三
或四竖画下端是用弧线或横画连起来的，如《甲编》
668、2382、635、954，《乙编》6795 等; 但在上面二里头
陶文中 2 与 3“二十”、“三十”下端并未连起来。但笔
者认为，按照甲骨金文中“十”字均作“丨”来看，两个
“丨”就可读“二十”，三“丨”就可读“三十”;而且在商

图 5 二里头陶文［38］第55页图二、三、四

甲骨文“四十”就有作四个“丨”的，见《殷虚文字乙编》921 片( 见附图 6·1) ①，可为佐证。7 到 9 像箭头形
状，可读为“矢”或“镞”;以此可知图 17 可读为“箙”，与商周甲骨金文中把“矢”盛放在木匣中的会意字相似
( 见附图 6·2，3) 。10 是“木”字; 11、12 是“丰”字，与商周甲骨金文相似( 附图 6·4) ; 13 是“葉”字的象形初
文; 15 是本义为盘的“凡”，与商周甲骨金文相似( 附图 6·5) ; 16 是其下虽无一画但山峰之义甚明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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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附图 6 中 1 为甲骨文“四十”，见《殷虚文字乙编》( 下简称《乙编》) 921; 2 为金文“箙”字，见《集成》5169; 3 为甲骨文
“箙”字，见《铁云藏龟》2·4; 4 为甲骨文“丰”字，见《乙编》8688; 5 为甲骨文“凡”字，见《殷虚书契后编》( 下简称《后编》) 2·
35·2; 6 为甲骨文“山”字，见《甲编》3642; 7 为甲骨文“六”字，为“庐”之本字，见《殷虚书契菁华》1·1; 8 金文“鱼”字，见
《集成》4916; 9 为周初金文“”，见《集成》5363; 10 为商金文“亚獏”合文，见《集成》5086·1。



字，与商甲骨文形体相似( 附图 6·6) ; 14 是庐屋之“庐”的初文①，与“六”同字但“六”为其借字( 附图 6·
7) ; 18 为象形字“鱼”，与商周金文形体相似( 附图 6·8) ; 19 为两个竖目之状的“ ”字，与商周金文族徽文
字相似( 附图 6·9) ; 20 为“亚”字，与商甲骨金文“亚”字相似( 图 6·10) 。

图 6 二里头陶文与商周甲骨金文比较

从上面二里头陶文与商周甲骨金文中的字形比较来看，二里头陶文已经与后来甲骨金文的写书形式比

较接近;而且从字体构造方式来看也基本相同，如“箙”、“ ”和“亚”字，构形比较复杂，“箙”、“ ”已属会意
字范畴，可见早期文字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形成了。

3． 内蒙古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陶文符号

图 7 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陶文“其”、“典”与商周甲骨金文相关字比较
图 7②之中图 1 与图 2 是 2005 年至 2006 年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中陶器

上的字符
［39］45 － 49。其中的图 1 笔者认为是“其”字，一是会意兼形声字，上部像簸箕形的“其”，只是更为简

练。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相比，它缺少内部一横，也没有内面象征篾竹的“×”字符，但从它的外部形状看，则
似乎更为象形，像一只侧面看的簸箕形;它的下部是一“丌”字符，虽然这一字符在商代甲骨文中尚未见到，
但从周初以及春秋时的金文中已经出现，它的形状像是一个“几案”( 附图 7 之图 6、图 7、图 8) ③，张亚初《殷
周金文集成引得》17． 10806、17． 10807 释之为“丌( 其、箕) ”以及 18． 11769 释为“丌( 其) ”［40］164，177，我认为其
字释为“丌”是对的，但读为“其”或“箕”就不对了; 从其字的字形看，它更像是一张“几案”之形。而且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件西周初年和春秋时代的青铜兵器，《集成》10806 与 10807 两件是“丌戟”，皆是 1975 年
出土于北京昌平白浮龙山养鹿场 2 号墓;《集成》11769 为“丌斧”，是春秋时期，出土于辽宁建平县夏家店上
层文化的墓葬中。根据青铜兵器所铸所刻铭文或为人名，或为方国名，或为部族之名的特点可知，从三件兵
器出土于不同地点不同时代但刻铭相同这一现象来看，这三件兵器上的“丌”不是方国名就是部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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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字于省吾释为“宀”，认为是“宅”的初文，见《甲骨文字释林·释宀》第 334 － 337 页。而蔡哲茂认为“六”、“宀”、
“圥”等字皆为“庐”的初文，见氏著《说金文“陆”、“睦”二字———兼论六、入、宀、圥为一字》，( 台) 《故宫学术季刊》第 6 卷第 1
期。笔者认为蔡哲茂之说是对的。
图 7 中之图 1、2 为内蒙古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陶文，其中图 1 见《2006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版) 47 页第 3 图，图 2 见其第 8 图。图 3 见《合集》438 正，图 4 见《合集》21186，图 5 见召伯簋，图 6 见《集成》第 17 册 10806
“丌戟”，图 7 见《集成》第 17 册 10807“丌戟”，图 8 见《集成》第 18 册 11769“丌斧”，图 9 见卫盉。
上图左为“人面鱼纹、网纹盆”，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图 85;上图右为葫芦形彩陶瓶

ZHT5M76: 10，见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彩版一三( XIII) 。



从上面这几件西周春秋时期的兵器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与“丌”有关的陶文、金文
皆出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区域之中，新近所见陶器、陶片上字符“其”与“典”出土于内
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中，而两件“丌戟”出土于北京昌平白浮龙山养鹿场 2 号墓，“丌斧”
出土于辽宁建平县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
回头再看附图 7 中图 1“其”和其中的图 6、7、8 的“丌”及其图 9“其”，上古韵皆为见母之部，或读为群母

之部，可能是同一方国文字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写法，也就是商代甲骨文中的“基方”。这一问题我们拟另属
文讨论，此不详述。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中陶器上的字符图 2“典”，也是一个上“册”下“丌”
的会意字，与西周金文中的写法相似，如图七图 5 召伯簋。至于商代甲骨文中的“典”( 附图七图 4，《合集》
21186) ，写法却与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陶文“典”写法不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文字还有一个地域性
的问题。但是既然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有个特殊的“丌”字，那么作为作为一种特殊形状的“几案”字符很可能
是一种特殊地区器物的写照，那么出现上“册”下“丌”的“典”字就不奇怪了。
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陶文“其”、“典”，属于汉字造字法之中的形声字和会意字，其文字结构是比较成

熟造字法。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距今 4 000 年至 3 500 年或 3 400 年之间的北方文化，这也就是说在夏代到商
代中期之前，在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应该有文字的使用了。

4． 史前的“文字画”
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人面鱼纹”图案的解释学者们众说不一。笔者认为，结合姜寨遗址第二期

图 8 人面鱼纹图与姜寨遗址彩陶瓶纹比较

与庙底沟类型相遇碰撞并受其影响

而形成鱼纹头与鸟纹头相碰吻的图

案来看，“人面鱼纹”图案上应是一
幅表示氏族通婚关系的“文字画”:
两对鱼形成“冓”，中间并非所谓的
“人面”而是新生鱼仔的正面形状，
头上还有鱼尾可证。这种“文字画”
的象征意义后虽消失，但它却留下

了一个会意文字在殷墟甲骨文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冓”及其
“偁”、“爯”等字中所从意符“鱼”形与甲骨文中一般画出鱼鳞的“鱼”写法不同，却与半坡、姜寨等新石器时

图 9 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石斧鹳衔鱼图

代遗址中“鱼”写法相同，应是它产生时代较早的一个旁证。此画往往是一对鱼或两对鱼口与口相互接吻，
中间是正面的新生鱼仔( 见附图 8 ) 。笔者认为这幅画的
意思是用一对鱼或两对鱼口口相吻来部族间的婚媾关

系，中间大头鱼仔表示新生的后代。这幅象征了原始先
民对繁育后代子孙的殷切希望。
这种“文字画”在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有

发现。阎村遗址的一个陶缸上画着一只白鹳鸟口衔一
鱼，旁边画了一把石斧。此图被视为图画，称之为“鹳鱼
石斧图”( 附图 9 ) ［41］图版第10页右上图。但笔者认为这幅画也
可以看作“文字画”:石斧表示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征伐，
鹳鸟与鱼表示两个不同的鹳鸟部落与鱼部落。意即鹳鸟
部落通过斧头( 武力战争) 征服了鱼部落。

5．商代甲金文所见早期“文字画”及其词组文字的
遗迹

史前“文字画”在商代甲骨金文中也有遗迹。玄鸟妇
壶上有“玄鸟妇”( 《三代吉金文存》12·2·1 ) 三字合文
( 见附图 10 ) 。鸟嘴衔一“玄”字，“玄”字处在“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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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间，这自然使人想起《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史记·殷本纪》所说商族先妣
简狄生商族始祖契的神话故事: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玄鸟妇”中处在“鸟”、“女”

图 10 商玄鸟妇壶

之间“玄”就很像蛋卵之状，这恐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玄鸟妇”三字了，
应像于省吾先生所说应是一个很复杂也很长的神话故事了

［42］。这就像
云南纳西族东巴文早期经文一样，几个图文往往表示几句话甚至比较长

的语段，所缺语词部分需要像东巴教那样由经师诵经时来补充。
并不严格逐词记录语言的“文字画”形式在殷墟卜辞中也有遗迹。

裘锡圭曾指出殷墟甲骨卜辞残留原始文字现象。如商王对祖先举行的
“登”祭，“象两手捧着豆形器进献食品”，但如果登祭所用食品是“鬯”，
“就可以改写为‘ ’”，双手捧的“豆”为“鬯”所代替。又如埋牛于坎的
“ ”字，表示所埋牺牲是牛;但当所埋牺牲是“犬”时，就写作“ ”，裘先
生认为这个“ ”很可能读作“凵犬”二字。这是字形随语言环境变化的
现象。在纳西文中“九”字通常作 ，但当说到“九个蛋”时，就把九个小
点改成蛋形，写作 ，这个图形既有“九”的意思，也有“蛋”的意思。［15］262 － 263

管燮初认为这种动词“很像图画
文字”，“这些字包涵动词和宾语两个成分”［43］; 郭沫若称这种现象为“合文”［44］235 ; 于省吾称之为“省
语”［45］273 ;裘锡圭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作为“原始文字”［46］262 － 263 ; 喻遂生称之为“会意字包孕句子成
分”［47］232 － 234。上面几种说法中“合文”说、“省语”说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其他几种说法或从文字发展的阶
段，或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方面探讨了甲骨文中这种未严格逐词记录语言的特殊现象。
笔者认为，按照一个文字形体和语音以及所表达语义的关系来看，原始文字中保留了一些“文字画”的

遗迹，有的字与句子一级层次上相当，我们可称之为“句子 －音节文字”，有的与词组一级的层次相当，我们
可称之为“词组 －音节文字”。这种情况我们当另属文详之，这里只举一些“词组 －音节文字”的现象。这种
现象在殷墟卜辞与云南纳西文中都很常见，上面裘先生所举之例，实际上就是一个字表示一个词组的概念。
大概商代“登”字读作“登豆”，“ ”就读作“登鬯”，而“ ”读作“陷牛”，“ ”就读作“陷犬”，一个字表示一
个动宾词组。这种情况就像纳西族早期东巴文“ ”读作“九个蛋”一样，“九个蛋”是一个偏正词组，不是一
个单词。笔者下面仅举“”、“ ”等字与“字符 －词组文字”来作些分析。
甲骨文中 、字即古文献的“沈”字，其字像“牛”、“羊”沉入水中的形状，沉入的“牛”、“羊”或正或倒，

所沉的牲品也有是“小 ”的，如《合集》14558 正片中的“ ”。
从殷墟卜辞中看，比较完整的沈牲卜辞有:

贞:辛酉 河，，尞( 燎) 。( 《合集》1677 正)
贞:勿…… 。五月。( 《合集》5505)
壬子贞:其 禾于河，尞( 燎) 三 ，三，俎牢。
壬子贞:其 禾于河，尞( 燎) 三 ，五。( 《合集》33282)
癸巳贞: 禾于河，尞( 燎) 三 ，三。( 《合集》33284)
壬子贞:其 禾于河，尞( 燎) 三小 ，三。( 《屯南》93)
其 禾于河，，王受又( 祐) ，大雨。吉。
弜 ，王受又( 祐) ，大雨。( 《屯南》673)
河尞( 燎) 牢，。( 《屯南》914)
辛卯卜贞:王既 。( 《英国》2476)

另外《合集》26907 正中有“贞:其 ”;《屯南》2232 中有“其 ”。上面这些卜辞中用作祭名的动词 之后
不见宾语，有时只有数词“五”、“三”等。而与它一起用作祭名的“尞( 燎) ”和“俎”，其用牲宾语十分清楚，如
《合集》33282“尞( 燎) 三”、“俎牢”。这些 的字形结构是会意字，但上述句子中此字不仅要读出一个动词
“沈”，而且其中的“牛”也需要读出来作为“沈”的对象宾语。不然这些句子中“沉”的牲畜是什么就很不清
楚。其中单独一个“ ”就读为“沈牛”;“ 五”、“ 三”则表示“沈牛五”、“沈牛三”。可见“ ”虽为一个字，但
它表示的语法功能是一个动宾词组，应是“字符 －词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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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甲骨文中“ ”字后面所涉及的对象宾语出现时，它就只作为一个谓语动词使用。如:
贞:尞( 燎) 于土三小 ，卯一牛，十牛。( 《合集》779 正)
己亥卜，宾贞:王至于今水，尞( 燎) 于河三小 ， 三牛，( 有) 雨，王步。( 《合集》14380)
丙申卜贞:尞( 燎) 于河三 ， 三 ，俎一 。( 《合集》14556)
丁巳卜:其河尞( 燎) 于河牢， 。( 《合集》32161)

上述所引卜辞中的因“ ”所涉及的宾语“十牢”、“三牛”、“三 ”、“ ”等都出现了，它就不再是“词组文
字”了，而是一个单一的谓语动词“沈”字了。这种由原始文字向规范成熟性文字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
象。我们不可因为它后来为一个单一动词而忽视它早期有“字符 －词组文字”的用法;也不可像前所举李孝
定那样，因为用动宾式“词组文字”去解释不了“ ”、“ ”等字带有宾语的现象，就否认它们的存在。
卜辞中还有一个“ ”字，见于《合集》14558 正片:
贞:尞( 燎) 于河…… ，，卯三牛。

这个“ ”字过去学者有把它看做“合文”而读为“沈小 ”的［48］中册，604，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小 ”固
然可看做合文，但把这个字都看做“合文”就不对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合文”是既可合也可分，
“小 ”、“匕羊”、“十一月”等都可合可分，所以它们才合乎“合文”的条件。而“ ”则不是“合文”，因为它分
开后就可能读为“川小 ”，与原意完全不合，所以它不能看做“合文”。其字的含义是“沉小 ”，也是动宾式
“词组文字”。根据殷墟卜辞中所反映的“文字画”及其“词组 －音节文字”的遗迹，也正好可以说明我国史
前应该是有一个具有文字性的以图画表意的“文字画”阶段的。

4． 文字性符号、文字画与记事图画及其原始文字的区别
文字的产生，肯定到具有通常清楚地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统一且固定的符号系统，

才能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出现了
［49］12。因此上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只能说是文字性的符号，却不

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又不能说这些只是陶器刻划符号，与文字没有什么关
系。其实，不仅原始汉字的来源及时代有不同的看法，就连当今仍然“活着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教巫师所用
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其中早期“连环画”式的早期经文，学者们的看法与命名也截然不同。据笔者统计大致
有三种看法，其一认为这种文字是文字的初级阶段。傅懋勣称早期东巴文为“图画文字”，称晚期东巴文为
“象形文字”［50］; 周有光称早期东巴文为“图画字”［51］12 ; 裘锡圭称之为“原始文字”［39］7或“象形文
字”［48］269 － 271。其二认为这种早期东巴文已是象形文阶段，和志武认为虽文字组合关系“保留较浓厚的图画
文字意味”，但这个写经时期，可“口诵成章，其文字已由图画文字进入象形文字”［52］485 － 487。其三称之为“图
画记事”，汪宁生认为这是“纳西族象形文字经典中的图画记事”［13］。
上面后一说汪氏把纳西族早期东巴文称作“图画记事”，便割断了这种早期东巴文与后来成熟象形文字

之间的关系，似不妥当;但第一种说法直接称之为“象形文字”、“象形字”、“原始文字”，第二种甚至认为已
经进化到“象形文字”阶段，也显得不大合适。因为按文字的性质看，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但纳西族
早期的东巴文完全是“连环画式”的，虽有表音成分，但这早期东巴文不能和记录语言的词汇 －音节相联系，
而只能和语段或句子相联系，许多动词要靠读者或经师去体会。
这种纳西早期东巴文笔者认为应该称之为“文字画”，是记事用的文字性图画。说它们是“文字性”的，

主要是这种早期东巴文所用符号与后来成熟期的东巴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且还有一些表音成分;但它们

的性质是“图画”而不是“文字”，因为这是不能记录纳西族语言的图画，不能按音节读出来，而只能以图形意
合而不能按音节作线性排列的“言传”。
“文字画”一语是沈兼士先生于上一世纪 20 年代提出来的。他说:
盖于六书文字时期之前，应尚有一阶级，为六书文字之导源，今故定名为“文字画时期”。……由是

可知文字画与六书象形指事之区别，前者为绘画的，复杂而流动不居，后者为符号的，单简而结构

固定。［53］68 － 70

沈氏“文字画”之说虽遭唐兰等学者反对［54］66 － 67，但后来我国周有光［55］27、裘锡圭［37］3等学者逐渐采用了这
一说法。
笔者认为沈氏“文字画”之说是对的，是图画走向原始文字或象形文字的中间必经阶段。它既与后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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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文字有关，因为其形体为后来的文字所继承，但又是以图画方式去记事的。
不过过去学术界由于对图画记事、文字画以及图画文字( 原始文字) 未作比较严格的界定，所以在使用

时不免有混乱现象。沈兼士把传世商周青铜彝器中的图形族徽称为“文字画”，其说非是，但也反映了当时
对族徽图形还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①。但沈氏所下的定义还是比较清楚的，明确指出这是文字产生之前的
一个阶段，是复杂而不定型的“绘画”;而文字则是简单而结构固定的“符号”。而汪宁生把纳西族早期东巴
文称之为“图画记事”，认为“只有表音字的出现，文字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13］。笔者认为“图画记事”
与“文字画”是大有区别的，把纳西族早期东巴文称为“图画记事”，就会抹杀其中所蕴含的文字性因素，是不
大妥当的。
周有光先生认为不能够按照语词次序无遗漏地书写语言的可统称为“原始文字”，并认为“原始文字可

以分为四个层次:刻符、岩画、文字画和图画字”，同时认为“欧吉蓓少女幽会信”、“车偃部落父子汇款信”及
“印第安人请愿书”等幅画是“文字画”，认为四川凉山尔苏族“沙巴”巫师连环画式的“日者”占卜书、纳西族
东巴巫师早期东巴文等是“图画字”［51］10 － 12。笔者认为，周氏这些概念和分类在文字起源的理论上虽具有筚
路蓝缕的开创意义，但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1) 从概念上看，把“刻符、岩画、文字画”都归之于“原始文字”
是不妥当的。“原始文字”的中心词是“文字”，无论多么“原始”，其性质应是文字，但“刻符、岩画、文字画”
的性质应是符号与图画而非文字。( 2) 周氏认为“文字画”是“文字性质的图画”，诚是。但他把“欧吉蓓少
女幽会信”、“车偃部落父子汇款信”等原始画归于“文字画”，就不对了，“欧吉蓓少女幽会信”、“车偃部落父
子汇款信”等并不含有“文字性质”②，这些是记事图画而非“文字画”。( 3) 周氏把凉山尔苏族沙巴巫师占卜
书与纳西族早期东巴文称之为“图画字”，是图画式的文字，其水平高于“文字画”阶段。我以为把沙巴巫师
占卜书与早期东巴文称之为“图画字”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连环画式的的经书，有图形，有符号，还有个别音
符，许多情况下是无动词，不能按语词顺序来记录语言，须经师口头补充许多没有写出来的语言成分，可见这

种仍然不能称为文字，其性质与中心词是“画”而不是“字”。如沙巴巫师占卜书《虐曼史答》中以猴中心的
经书虽具有文字性质———与后世文字形体相互关联，但它不能记录语言，非“文字”而称为“图画字”就不当，
属图画而应称为“文字画”。
简言之，周氏所说那些“文字画”的举例其实是记事图画，所说那些“图画字”的举例其实是“文字画”。

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字性的刻划符号和“文字画”是孕育汉字的母胎，也就是说后来的汉字是从新石器时代文
字性符号和“文字画”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的。半坡遗址“人面鱼纹图”、阎村仰韶遗址的“鹳鱼石斧图”等都
是“文字画”，其中的图形或符号后来进入汉字系统而成为古汉字，是具有文字性质的图画。
因此笔者认为，那种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陶器刻划符号是文字的学者都是不对的。我们既要从其形体

结构上看到它们与后来汉字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时又要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性质上去分清它

们与早期汉字的区别。对于仰韶文化时期甚至裴李岗文化遗址中的个别图案、图形及刻划符号，我们既不能
完全肯定它们就是早期汉字，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们与早期汉字的关系，它们与这个“文字画”阶段相当，其性
质是“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如前所举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安徽双墩遗址、马家窑文化、半坡姜寨等
仰韶文化遗址的图形或刻划符号等等，这些都应是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

三、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时代考察
上述考古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产生于裴李岗与仰韶文化时期，虽然这还不是成熟的

汉字，但这些与后来汉字形体结构是一脉相承的，应该就是汉字的源头，我们称之为“文字性的符号”。而且
从殷墟甲骨文和出土的考古实物相印证，可知甲骨文中许多文字性符号在距今 5 500 － 4 500 之前就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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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兼士在其文中所举商周青铜彝器中为“文字画”的图形，实际上大多数上更具体象形的早期文字罢了，如“亯”、
“斿”、“戈”等，族徽文字与后来古文字只有象形的工笔与简笔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族徽可能是早期“文
字画”，如下文所说“玄鸟妇”。见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第 68 － 70 页。
我们认为作为“文字性质的图画”的“文字画”，应是指那种和后来成熟文字有继承关系的图形结构。但“欧吉蓓少女

幽会信”、“车偃部落父子汇款信”等图画与后那种文字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它们应是原始图画而非“文字画”。



来了。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另属文详之，此不详述①。
中国文字正式形成何时? 这首先牵扯到判断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标准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字正式形

成的判定标准其表现形式是连字成句，这是用线性的排列组合来表现的。哪怕只有二三字，但这很简单的二
三个字就能够记录最简单的语言，表示主谓、主谓宾或偏正关系，这就是最初先民用早期文字有排列组合关
系来记录语言。显然这种线性的连字成句就不可能是图案或图画，更不是简单的一个刻划符号。
笔者认为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时代。此前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多为独立个体

的刻划符号、图形或图案，也有为记事性质的“文字画”。但龙山文化时期，既有“文字画”，也有连字成句或
词组的早期文字，还有早期文字与“文字画”合用的形式，正好反映了这个中国早期文字正式诞生时期的
特点。

1． 良渚文化遗址的“文字画”

图 11 余杭县南湖黑陶罐“文字画”

浙江余杭县南湖良渚文化遗址黑陶罐上部有一圈连环画式的图形，共有 10 个或 11 个图形符号［56］。有
学者认为是早期文字，不过笔者认为应是与狩猎有关的“文字画”。在下面描绘的图形中，有斑纹的野兽为
老虎，老虎前有一陷阱，并有一矢，表示要射猎老虎，或者老虎在遇阻之时自动落入陷阱;虎后有一张大网，网

后一条小路与三个人相连，三人似乎在呼喊追赶老虎;下方似有一条小路与另一个陷阱相连。
笔者认为这幅表示狩猎老虎的“文字画”与纳西东巴文的早期经书记事方式十分接近，还不大可能是可

以联字成句的文字，应属于记事性质的“文字画”。但是此图左第 1 字盖为后甲骨文“矢”字的初文，最右一
字与商甲骨文中的“ ”字( 《后编》上 2·14) 十分相似，可见这些虽然还不是文字，但肯定已是文字性的符
号，为这一时期原始文字的产生积蓄了形体上的许多材料。

2． 有注音文字的“文字画”与原始文字共用的陶文
在我国龙山文化时期，既有上面所说“文字画”式的刻划符号，也已经产生了组字成句形式的原始文字。

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也有“文字画”形式与原始文字共用的陶文，这种共用现象正好反映了由“文
字画”向原始文字过渡的特殊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93 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南荡文化遗存发现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上共有 8 个符号，左面有 4 个刻划
符号，右面还有 4 个为图画或图形，原始文字与刻划图形各占一半。这件南荡文化遗存的陶片属于龙山文化
王油坊类型，时代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57］204，图323、1，彩版九。
饶宗颐先生认为龙虬庄南荡文化遗址陶文左面第三四个字下加一笔为“饰文”，并把三四两个字隶定为

“朱尤”，而读为“祝由”［58］。周晓陆先生把四个字和四个图形分作甲乙两组，且为颠倒的两组。甲组两字读
为“戊辰”，乙组颠倒过来可读作“辛未”;并认为四个图形表示了男女交媾、巫者祈禳多生、孕妇分娩的一组
图形
［59］。饶、周二氏虽对左边几字隶定不同，但皆认为是早期汉字的看法则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龙虬庄陶文左边四个字虽还不能遽定为何字，但从匀称的结构布局看，字体间隔一致，与殷墟

甲骨文相近但比较潦草，应是原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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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晖《从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的起源》，《考古学报》待刊稿。



图 12 龙虬庄南荡文化遗址刻划符号

至于龙虬庄陶文片右边的四个图形，笔者认为虽不是字，但是

有注音符号，也就是说有用来标注读音的声符，尤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从云南纳西族东巴文早期文字画中，就有一些图形符号加上

了注音符号。
此图左边“人”持“卵”。中下为“湖”，上有一“卵”被人抛入湖

里。中左为“风”，上为声符“白”( 左吹白风) 。中右“风”，上有黑
点表“黑”( 右吹黑风) 。右边“山”，下画一个鸡头为声符“撞”( 撞
向山崖) 。右中上有“卵四面发光”( 金光灿灿) ①。从这幅“文字
画”可见，左边风上的声符“白”是专门作“风”的定语;右下山脚的
“鸡头”被假借来表示“撞击”，是一动词。
同样，龙虬庄陶文中右边四个图形符号中有两个声符字是应

图 13 纳西东巴文《人类迁徙记》［53］ 210

引起我们注意的。其一，第 1 个图形的后面有一个
“九”字( 附图 14·1) ，殷墟甲骨文中“九”与“肘”是
同一个字，《合集》13677 正、11018 正、13676 正中的
“肘”与甲骨文中作为数字的“九”写法相同 ( 见附
图 14 ) ，所以丁山［60］第1本第1分、李孝定等认为数字
“九”是“肘”字的借字［61］卷14，4189，是对的。在古文献
中“九”常常与“纠”、“丩”、“鸠”、“勼”等字通用，表
示“聚合”、“纠合”之义 。所以笔者认为这个“九”
字，与“纠”、“勼”相通，实际上表示龙虬庄陶文第一
个图形的含义:男女聚会交合。

图 14 龙虬庄陶文“九”、“匕(妣)”与
殷墟甲骨文“九”、“匕(妣)”对照

其二，龙虬庄陶文第四个图形下有一字，笔者认

为这应是上周甲骨金文中的“匕”字( 见图 14 中 5、6、
7、8) ②。在殷墟卜辞中常用作“妣”，例如:

贞:多匕 ( 妣) 弗求 ( 咎) 王? 一二三。( 《合
集》685 正)
贞:隹( 惟) 匕( 妣) 庚( 害) ? 不隹( 惟) 匕

( 妣) 庚?

隹( 惟) 匕( 妣) 己? 不隹( 惟) 匕( 妣) 己? ( 《合集》822 正)
笔者认为，这幅龙虬庄“文字画”不仅在汉字起源史上意义重大，而且所反映图文字义的象征含义也十分重
要。龙虬庄陶文第四个图形下这个“匕”，既是这个表示怀孕妇女的注音文字，也是早期的假借字，亦应读为
“妣”，在这里是指龙虬庄南荡文化遗址先民心目中的先妣。
龙虬庄陶文中这个“匕( 妣) ”字正好与上面四个表示男女交媾、女人受孕、瓜瓞绵绵象征多生多育和女

人生育小孩的图形遥相呼应。其中，第一个图形的意思是表示一个卧伏的应是一个女人，在其臀部有一略弯
的“↘”形，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应是一个男性生殖器形状，臀部下方的“\”表示射精［60］;而后面的“九”，
正如笔者前所分析，古文献中常与“纠”、“鸠”、“勼”等字通用，表示“聚合”、“纠合”之义，在此是表示男女聚
合、交媾之义。“九”字这个注音字与这幅图形所表示的画面意思是可以相互阐释的。
第二个图形也是妇女横卧，但是腹部明显已经大起来了，这表示这位妇女已经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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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幅东巴文的“文字画”意思是说:“抛卵在湖中，卷起黑白风，狂浪冲圣卵，卵击高山峰，一道金光发，天路自此通。”见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0 页。

《楚辞·天问》“齐桓九合”，朱熹集注云“九、纠通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九部》云“九，假借为勼”; 《庄子·天
下》唐陆德明释文云“九，本亦作鸠，聚也”;《类篇·九部》云“九，聚也”。1、5 为龙虬庄陶文，1 见上附图 12 第一个图形左面之
字，5 为第四个图形下面的字。2 见《殷墟书契后编》2·13·9; 3 见《殷契佚存》28; 4 见《殷虚文字甲编》785; 6 见《殷虚文字甲
编》460; 7 见《铁云藏龟拾遗》1·10; 8 见《殷虚文字乙编》3729 反。



第三个图形像是一笔画成，笔者认为这是表示一个长长而相互缠绕的藤蔓而且有瓜实的形状，也就是

《诗经·大雅·緜》起兴之首句“緜緜瓜瓞，民之初生”之义。毛传云:“兴也。緜緜，不绝貌。”朱熹《诗集注》
卷 6 解释此句云: “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也。”［62］122“凡瓜，大者曰瓜，小者曰
瓞”［63］上册孔颖达《毛诗正义》，509。“緜緜瓜瓞”这一起兴之句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部族、国家开始成长时，总是比较弱
小，且总是依附于绵延甚长的藤蔓枝上。长长的藤蔓上有大瓜有小瓜，只要藤蔓绵延不绝，其上总会有大瓜、
小瓜相继而生，绵绵不绝。因此龙虬庄陶文着第三个图形也是表示其时的先民追溯先妣生育先祖时，其部族
也是比较弱小，但正是这位伟大母亲，生育了先祖，其后才子子孙孙“緜緜瓜瓞”而代代不绝。
第四个图形中侧卧孕妇正在生产的图形。孕妇肚子里明显有一个东西，这应是所孕育的小孩之状。这

个孕妇口侧向一旁，可能是因为生育的痛苦而大声叫喊，其上有两个锯齿形状，可能是女性生殖器之状，表示

正在生育的情景。从上面所说龙虬庄陶文中四个图形符号和旁注音假借字“九( 纠) ”和“匕( 妣) ”的情况来
看，这幅陶文及其图形符号大概是歌颂其先妣生育始祖的传说故事。许多早期部族、国家的传说中往往追溯
到先祖为始祖母诞生的神话或故事。例如《诗经·商颂·玄鸟》《楚辞·天问》以及《史记·殷本纪》记述商
族先妣简狄吞玄鸟之卵而孕育商人始祖契的神话传说，《诗经·鲁颂·閟宫》及《史记·周本纪》记述周族先
妣姜嫄踩踏上帝脚印( 或言踩踏巨人脚印) 而受孕的故事。在新近出土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羔子》
中也有夏商周先妣孕育其部族始祖启、卨( 契) 以及后稷弃的神话故事［64］图版31 － 47，释文184 － 199。龙虬庄陶文图形
下注有“匕( 妣) ”并描述先妣孕育先祖的“文字画”盖即商周先妣孕育先祖的那种传说故事。
龙虬庄陶文中有文字有“文字画”图形，特别是用假借字来说明图形的含义，这正是“文字画”向原始文

字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
3． 良渚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字

图 15 澄湖黑陶罐

江苏吴县澄湖古井堆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黑陶罐腹部有四字
［30］904
图二，因

为这四字中“”、“五”二字比较清楚，并排为一列，很像组字成句，故多数学者
肯定这四字就是原始文字 ( 图 15 ) 。李学勤释为“巫戌五俞”，读为“巫钺五
偶”［65］;饶宗颐“冓戉五个”［16］45 ;董楚平释为“方钺会矢”［66］。澄湖黑陶罐右
边一字因为在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遗址中常常出现，图案
性质较强，与殷周青铜器铭文族徽相似，故张明华［30］、饶宗颐［16］45释为“冓”
可信。最后一字似甲骨文“矢”字却无“矢”的下部，笔者以为此字像“矢”的头
部，为“簇”的原始象形字。四字可隶定为“冓戉五簇”，“戉”通“越”，“簇”通
“族”，也就是“冓越五族”。吴越之“越”古文献中出现在春秋时代，但其来源
可能很早。

图 16 马桥遗址下层陶文

上海马桥遗址下层出土的良渚文化层黑衣灰陶阔把杯底有几

个字
［67］115图11( 见附图16) ，曾被收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 1
册
［68］107插图16。这个杯底能看清的有三字: “入田……戈”，这三字均
与殷墟甲骨文很相近，“入”似《合集》2415 反、3216 反中的“入”，
“田”似《合集》10146、10148 片中的“田”，“戈”似甲骨文中“戈”而
略有不同的是下部似有立礅之状。这几字已是良渚文化时期比较
成熟的早期文字。
由美国弗利茨·比勒劳格在杭州购得而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

沙可乐博物馆的良渚文化黑陶双鼻壶上的陶文，饶宗颐先生将上面

的几个字释之为:“孑孓人土宅( 厥) 厷……育”［26］( 附图 17) 。饶氏
认为这一黑陶刻文“不同于一般孤立的单字符号而是成文的句子，
且保留一臂奇肱的故事”，并据其句“有同于甲金文的‘氒’字”，认为“这时文句已有文法可寻”［16］49。其说
诚是。这种组字成句的一组文字，应是判断原始文字成熟的标志。

4． 陶寺文化文字的笔写文字、专门书写工具与记事文字的出现
龙山文化时代就在中国文字发展道路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中原仰韶文化阶段陶器上许多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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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藏
良渚文化双鼻壶陶文

符号即使能够和后来殷商甲骨金文相对应，但我们恐怕还不能称之为早期

文字，只能称之为文字性的符号。但在龙山文化时期，不仅如前所说有组
词成句的原始文字出现了，而且还与后来甲骨金文字形相似且结构比较复

杂的原始文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来陶寺文化遗址晚期出土的朱书陶
文反映了原始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的许多背景材料。
近年来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发现了朱书陶文新材料，引起了学术

界的极大关注。这件朱书陶文是在陶寺遗址的 Н3403 灰坑出土的扁陶壶
上发现的，距今约 4 000 多年。其上有两个陶文，其上涂朱。图 18①右边陶
片上一字是与甲骨文字体完全一致的“文”字 ，中间陶片上的字有学者释
为“昜”字，认为“昜文”即“明文”［69］;有的学者认为应释作两个字，“日”和
“月”［70］386 ; 还有学者把左图中间陶片上释为“尧”，两字读为“文

图 18 陶寺遗址朱书陶文

尧”［71］第7版。近来冯时先生把这两个字释读为“文邑”，并举《殷周金文集成》7589 邑爵中的“邑”字与陶寺遗
址朱书陶文的写法很相似

［72］。
尽管这两字中后一字释读还有分歧，但前一字释为“文”字似没有什么争议②。
陶寺朱书“文”字不仅对此陶片做过考察的学者尚无异议，而且从书体、笔意看来，与后来甲骨金文应属

一个系统。早在 1985 年张政烺先生看过其照片、摹本级墨线图后说:“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
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74］李学勤先生在参观原件后也说:“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
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柔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较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
朱色。”［71］385 － 386

笔者认为，陶寺遗址陶文，反映距今 4 000 多年前不仅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说明当时已经出现
了专门的书写工具———毛笔。有了毛笔，大概这时也已经有了专职的书记官员。结合古文献记载，可知这时
已经有记事文字的典册流传于世了。

5． 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文书典册的推测
唐兰曾在 1949 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历史是文字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卜辞里所记先公

先王，一部分是在夏时，《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史记》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数和史事，都有过详细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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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图 18 图 1 见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1 期，2001 年;
图 2 见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274 页图 1·2。
除了上述罗琨、何驽、李健民论文之外，还可见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

讯》总第 3 期，2002 年;刘一曼《对中国文字起源的几点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
心编《古代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 385 － 386 页，等等。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
事》还特别指出“对扁壶正面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象，做过考察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尚无提出异议
者”。



载”，“从卜辞的研究，我们知道了王亥的故事，也知道四方的名称，就是《尚书·尧典》里的记载，也不是虚构
的”，因此听推测距今 4 000 年前已是有史时期。［54］52 － 53

从今天我们看到的唐兰在半个世纪前所看不到的考

古资料来看，唐氏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组字成句的早期文字在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
及山东龙山文化中已经出现，陶寺遗址已出现了朱书笔写的文字，那么在龙山文化晚期和夏代应该是有成文

历史的记述了。今文《尚书》有《虞书》，古文《尚书》有《唐书》和《虞书》［74］2，今天我们虽然还难以断定《尧
典》《舜典》就是尧舜时代的文献，但是今本《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等篇也的确有一些早期历史与语言文
字的遗迹①。《虞书》一称大概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季文子使大史克对鲁公云:
“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
四门穆穆。’”这段引《虞书》“慎徽五典……四门穆穆”一节文字在今本《尚书·尧典》之中，可见《虞书》一称
在春秋时已经存在了。
不过，从春秋时文献看，可能春秋时期尚存当时一般人难以读懂的古文献。《国语·楚语下》王孙圉谓

与观射父、云连徒洲( 云梦泽) 同时为楚国“三大宝”之一的有左史倚相，并谓之“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
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左传》昭公十二年: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 ‘是良史也! 子善
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楚语下》王孙圉所说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中的“训典”应
即《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所说左史倚相能读的《三坟》《五典》等典籍。春秋时楚灵王所说《三坟》《五典》
《八索》《九丘》是什么书? 古人说法不一。《周礼·外史》谓外史之职云: “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三皇
五帝之书”云: “楚灵王所说《三坟》《五典》是也。”《书序》也说相似之说，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说
法
［63］下册《春秋左传正义》卷45。不过，从上面所引《国语·楚语下》及《左传》昭公十二年的材料来看，左史倚相被视
为楚国“三大宝”之一，就是因为他能读懂且能训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说明春秋时能读懂且
能解释《三坟》《五典》等典籍的人很少了，正因为能读懂的人很少，左史倚相才能被视作“三大宝”之一，不
然怎么能称作“楚之所宝者”呢? 这应该不是用西周春秋语言文字写成的，甚至可能不会是商代的文字———
因为从今天我们见到的西周春秋金文和商代的甲骨金文的书体写法基本相似，属于同一系统。这样看来，这
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形成时代也许就像汉唐为之作训注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在夏代或传说时
代的尧舜时期。这说明相当于“五帝”时期的新石器晚期已经有用早期文字书写的典册了。

四、小 结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文字的起源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字正式产生之前酝酿、孕育时期的“文字画”和

文字性符号阶段，二是汉字正式诞生的阶段;三是中国早期文字广泛使用并逐步成熟的阶段。
1． “文字画”和文字性符号是早期文字酝酿、孕育时期，但还不是正式的早期文字。从考古出土陶器的
刻划符号资料看，这一时期开始于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和青莲文化双墩遗址，并盛行于仰韶

文化晚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这些“文字画”或文字性的刻划符号的记事方式是刻划符号及图案图形，尽管
它们不能用来记录语言，故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早期“文字”，但是它们以形表意且与后来商周甲骨金
文的字形有前后继承关系，因此它们可被称为“文字画”或“文字性的符号”。
笔者认为，那种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陶器刻划符号是文字的学者都是不对的。我们既要从其形体结构

上看到它们与后来汉字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时又要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性质上去分清它们与

早期汉字的区别。对于这个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甚至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陶片、龟甲上的个别图案、图
形及刻划符号，我们还不能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汉字，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们与早期汉字的关系。它们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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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四方神及风神见于殷墟卜辞，相当于《尧典》羲和氏四子;《尧典》有关四仲星鸟、火、虚、昴，竺可桢曾撰文认为前
三者是殷末周初的天象( 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另外，《尧
典》《舜典》《皋陶谟》《益稷》中语气词有“俞”，此词不见于先秦时期其他文献;但是在甲骨文中有这样的用例:《甲骨文合集》
10405 正云:“王占曰:俞! 有求( 咎) 。有梦。”16335 反:“王占曰:俞! 不吉，在兹。”说明《虞书》几篇的文字也确有更早时代
遗留下来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遗迹。拙作完成后也看到李学勤先生也有这种看法，见氏著《〈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
( 《通向中国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



“文字画”阶段相当，其性质是“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上述考古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文字性的图形或符号产
生于仰韶文化时期，虽然这还不是正式的或成熟的汉字，但它们其中有一些与后来汉字形体结构一脉相承，

应该肯定就是汉字形体结构的源头。
2． 中国早期文字正式开始诞生的时代应是新石器晚期，略可具体地说是龙山文化中后期。其明显的标
志是仰韶文化晚期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的、以尖底瓶等器物为造型对象的文字性的符号被陆续制作出来了。
紧接着在龙山文化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能够表明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组字成句的正式汉字。从考
古出土的资料看，山东、江苏的龙山文化、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遗址出土的资料看，这一时
期不仅有组字成句的早期正式文字，还有早期文字与图画以及为图形加注表音文字的现象，同时在陶寺文化

遗址还出土了朱书笔写的陶文，反映了这是一个早期文字正式形成的一个特殊时代。
3． 传说时代的虞夏应该是有成文历史的时代，古文献资料中屡称《虞书》《夏书》大概不完全是空穴来
风是有一定根据的。春秋时期只有少数人能识读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说明这种文字与西周春
秋的文字有了很大的区别。夏商时代，中国早期文字被广泛使用并逐步成熟。不过，我国文字的完全成熟是
西周时代，因为从文字所反映的是词、词组还是句子等语言层位关系看，即使在殷墟甲骨文中，甲骨文字还有
反映“字符 －句子文字”、“字符 －词组文字”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文字画”的残余现象;只有在西周金文中，
这种现象才完全消失。这表明即使是商代甲骨文也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文字，我国汉字的发展的确经历了一
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4．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产生也是文明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而且也是最明确
的一个标志。古史传说中一般都说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 或作“苍颉”) 创造的。《世本·作篇》云:“黄帝
使……沮诵、苍颉作书，史皇作图。”［75］78关于“苍颉( 或‘仓颉’) 作书”之说，还见之于《吕氏春秋·君守》《淮
南子·本经训》《论衡·骨相》等书篇。《世本·作篇》等古文献说黄帝史官苍( 仓) 颉等创造了汉字，但古文
献同时也说明这是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说文解字·叙》谓黄帝史官仓颉“初造书契”，是因为“庶业其
( 綦) 繁”，汉字产生后，“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淮南子·泰族训》亦云“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
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尽管上述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可信，但这也说明一个重要的历史现
象:早期汉字的产生和其他物质文明的创造及技术的创新一样，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也是社

会政治组织发展进化的需要，不是一个单一的偶然现象。如果说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组织发展的需要，
在古史传说时代出现像仓颉那样的史官来收集整理原始文字性的符号或图形，创制早期汉字就完全有可能

了。《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这就是说，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书写文字性符
号的人很多的，但只有仓颉一个人流传下来了。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也曾对早期汉字的产生过程做过分
析:“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
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76］940古史传说中所说黄帝史官仓颉造汉字的说法虽然还
不能证实，但从今天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如果说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青莲文化蚌埠双墩
遗址以及仰韶文化遗址中，所见“文字画”、“文字性符号”是早期汉字的酝酿孕育时期，到距今 4 500 至 4 000
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组词成句类汉字的出现，这就标志中国文字正式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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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ating Times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
WANG Hui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 The depicting symbols of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hieroglyphs and abstract symbols． In terms of character of script，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rom hieroglyphical
depicting symbols rather than abstract ones． The orig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nt through a protracted process
of development，from“morphological symbols”through“literal drawings”to system of literal symbols as regular
writing characters to record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depicting symbols on unearthed potteries，especially a
comparison between symbols on unearthed potteries and morphs of oracle unearthed from the Yin ruins，early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s were estimated to have originated in the period of the Peiligan and Daxi civilizations，
dating back to between 8，000 and 7，000． The late Yangshao civilization，dating back to 5，000 marked a period of
acceleration of literal symbols． The regular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ok shape in the period of the Longshan
civilization，dating back to 5，000 years ago，which happened to be between the legendary period of Emperors Yao
and Shun and the early Xia Dynasty．

Key Words: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teral drawing; morphological symbo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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